
梵净山弥勒道场 《敕赐碑》研究
*

张 明

本文根据明代贵州发生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同时结合地方史志和碑刻文献，对梵净山

《敕赐碑》进行了比较深入地考证和研究。本文指出: 明代中后期梵净山地区发生一系列大规模
苗民起义，促成了梵净山在嘉靖至万历年间的两次大规模重建。明王朝为稳定梵净山地区的统
治，一方面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剿，另一方面又在此大力推崇佛教，兴修庙宇，敕封加冕，

藉以强化佛教对少数民族的教化功能。万历四十六年，明神宗任妙玄为钦命僧，重建梵净山金顶
古寺，赐镇山之印，梵净山逐渐形成 “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的格局。明代梵
净山佛教的鼎盛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必然结果，为清代梵净山 “弥勒菩萨道场”的正式形成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敕赐碑》透露以上众多历史信息，是为梵净山镇山之宝。
关键词: 梵净山 弥勒道场 《敕赐碑》
作者: 张明，1970 年生，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中华传统文

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历史学硕士、留美教育学硕士。

一、梵净山 《敕赐碑》

在梵净山老金顶悬崖之下的明代通明殿遗址旁，耸立着一块精雕细琢的青石石碑。该碑保存
完好，尚有台基、抱鼓碑柱，通高 290 厘米，碑面高 185 厘米，宽 151 厘米，两侧刻有卷叶云
纹，碑额正中刻绘一方蟠龙牌位，牌位内双钩阴刻 “敕赐”两个大字，碑面右列第一行竖书
“梵净山重建金顶序”八字，左侧阴刻楷体碑文 1349 字，其中正文 823 字，附文 516 字。北京户
部郎中李之彦撰写碑文，记述明神宗敕令钦命僧妙玄重建梵净山金顶之缘由，附刻太后娘娘李、
太傅太师、太监、国子监、礼部尚书、户部郎中中央官员，贵州巡抚、巡按、总兵、布政、抚苗
道省级官员，以及环梵净山诸府、县、司地方官员，并梵净山高僧、法徒共一百余人。该碑刻于
明万历四十六年 ( 1618) ，四百年屹立山巅，至今保存完好，是为梵净名山一大奇景，这就是闻
名遐迩的梵净山《敕赐碑》②。为完整理解该碑内容，特将该碑正文附录如下:

敕赐

梵净山重建金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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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贵州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梵净山弥勒道场的形成研究”［批号: 11GZYB02］、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院级科
研课题“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批号: 2010RWYJ09］的研究成果。

《敕赐碑》位于梵净山老金顶下之通明殿遗址旁，海拔 2270 米; 1982 年 2 月 3 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伏以四海名山，九州巨镇，十方净土，众姓福田。故东岱、西华、南衡、北常，悉帝王
封禅之所; 而玄寺、缁庐、青鸳、白马，皆佛子接引之区。水上闻香，始辟漕溪法界; 空中
飞赐，因开潜麓化城。山以仙名，地关人杰。窃见梵净山壁立黔南之境，轴连楚蜀之间。仙
洞灵台，咸棋布而卢列; 奇峰古刹，俱凤翥而鸾翔。天心池、金沙池、九龙池、倒泻银河，
无异临海之桂鹤; 太子石、青阳石、金子石，高标玉笋，不让陈仓之鸣鸡。独红云金顶为最
奇，宜白莲社之茂建。雪消六月千溪涨洪溢江源; 日转双峦万壑阴崇①。翻经台下，时看百
鸟衔花; 选佛场中，更有群龙荫树。奈何羊肠荆棘，遂会虎观丘墟。九年之壁既颓，百神之
觞安寄? 宁惟游人断白苎之响，抑且景物负赤诚之霞。而请曰: 肆今宇内提衡方岳者，佥谓
两间之巨镇，所以立天地而不毁，冠古今而独隆者，无如四大名山。而不知此黔中之胜地有
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之宗也! 旧说者以弥勒、释迦二祖分管世界，用金
刀劈破红云金顶，于是一山分为二山。是山也者，上之穹隆接天，而三十三天不为玄渺; 下
之厚重住地，而九十九京不为蚴鹨。虬螭结蟠，林木郁苍; 剑气横天，仙梯接斗。叠经台、
炼丹台，层峦耸翠; 献果山、凤凰山，飞彩流丹。四时有不谢之花，缡缡然篷莱三岛; 八节
有长生之景，炳炳兮阆苑瑶池。霞光万道笼金顶，普天圣真如云集; 紫辉千丈罩玉门，率土
明神似雨临。至若九十九溪一溪不知之说，尤见此山之广大; 宝藏兴，货财殖，囊括天地之
万有以为储。且夫崔崔巍巍以示其险，默令进香顶礼者履险如夷; 巉巉岩岩以恶其势，阴使
敬重三宝者率蒙善报。所谓大地乾坤，无边法界，极乐天宫乎? 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
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 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
布政，劳旌于抚按，频顾于道府; 诸侯莫不期以魂交黄帝而梦接安期，古来得道成真，又莫

不于斯凝神，于斯蜕颖。他如仙迹所遗，标题所载，种种灿著，难以殚述。既自播乱之后，
传闻四方，往来朝覩人希，非复旧盛，倘亦佛老运数之厄使然! 第此山之灵异，千载一日
也。窃计世道之兴隆，佛神司命; 而山岳之显爽，多自修培。幸际仁明在位，泽遍八方，恩
施还定，百神是依，千载奇遇。以故天哀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足为
万圣临銮; 蒙钦命抚按道府各衙门作兴允议然。而山连四府，当与国运俱隆。玉简金书，伫
见人文并灿山灵。谨序。
赐进士第北京户部郎中李之彦谨题

太后娘娘李，太傅太师常乐，太监王，国子监林，礼部尚书张，户部郎中李，钦差巡抚

贵州军门郭、张，巡按监察御史杨，钦差总镇都督邓、张，铜仁府知府陈、陈……
( 后略)

大明万历戊午岁仲春吉旦

二、《敕赐碑》诸多问题研究

《敕赐碑》是贵州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佛教文物碑刻，对了解明代中央王朝与贵州少数民族的
互动关系，明代在贵州正式建省和改土归流，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信仰世界，以及佛教在贵州的源

流演变都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本文从六个方面逐一进行考证，以期对明代贵州政治和梵净山佛
教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

第一、“五溪蛮夷”与众神之山
仔细考察梵净山地区民族状况和文化传统，可知梵净山最初是作为 “五溪蛮夷”众神之山

而存在的，这在《敕赐碑》中有非常明显的介绍。《敕赐碑》称: “仙洞灵台，咸棊布而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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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句原缺三字。



奇峰古刹，俱凤翥而鸾翔”，“剑气横天，仙梯接斗”， “缡缡然蓬莱三岛，炳炳兮阆苑瑶池”，
“普天圣真如云集，率土神明似雨临”，“他如仙迹所遗，标题所载，种种灿著，难以殚述”。此
外，更以“天下众名岳之宗也”点眼之笔隆重表明梵净山之在全国名山之中的地位。梵净山是
从“五溪蛮夷”的众神之山，发展到道教仙山，最后演变为佛教名山的。
梵净山是武陵主峰，五溪腹地，地理位置处于在湖北清江、湖南沅江、贵州乌江三江之间，

不仅是古代“五溪蛮夷”的世居之地，而且也是两湖进入云南，巴蜀进入两广的交通咽喉。梵
净山地区至今有 28 个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人口占铜仁地区总人口 68. 40%①，其中土家、
苗、侗、仡佬是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四个少数民族。祖先崇拜、万物有灵、鬼神、巫教、傩戏等民
间信仰仪式至今仍然盛行。因此，山王神、地母神、土地神、白虎神、雷公神、风神、树神、水
神、树神、洞神、傩公、傩母、石保爷，至今仍是该地区少数民族朝拜的重要神灵。巫师、鬼
师、土老师，在村寨仍有一定地位。在梵净山朝山道上，山王庙、地母庙、土地庙、山神、树
神、洞神，随处可见。笔记多次调查梵净山地区少数民族村寨，发现寺宇中各种民间神灵与佛
主、菩萨一样都享受民众的供奉，甚至母猪也被塑成神像，称之为 “母猪菩萨”，受到村民顶礼
膜拜。
在梵净山地区的每一个少数民族村寨，都有一片茂密的树林，这是他们的神树林、护寨林。

在梵净山西侧印江县永义乡昔土坝的朝山路旁，有一株 27 米高的唐代紫薇古树，已有 1300 余岁
的树龄，被民众视为“神树”。在附近的朗溪镇爬山溪又有 “打儿洞”，是善男信女请求洞神送
子的地方。在梵净山最神圣的老金顶九皇洞 ( 九皇殿) ，还塑有傩公傩母像。傩公衣冠楚楚，正
襟危坐，而傩母却敞胸露乳、阴户洞开。这是土家、苗族等少数民族祈求自己的创世女神———傩
母给予更多的子孙，保佑人丁兴旺、后嗣昌盛的地方，故香火最为鼎盛。

第二、道教仙山
梵净山也是道教问道求仙的地方。唐宋时期，道教已经传入梵净山核心地区，如宋代印江建

有三清观，② 铜仁有“翁篷寨人杨再从，崇尚修炼③。”松桃有 “天龙相公，幼好道术……屡有
灵异，至今土人虔祀之”。④ 元代，铜仁建有铜佛寺，祀三个铜人，其中之一就是道教老子。降
至明代，梵净山金盏坪、凤凰山、玉皇顶 ( 老金顶) 等都是问道求仙之士隐居修炼之地。如
《铜仁府志》记载: “杨琴光，隐于梵净山之金盏坪。”《江口县志稿》记载: “凤凰山……相传
古代讲吐纳术者卓锡于此，自梵净开山后，此山之名遂没。”梵净山老金顶又称为 “玉皇顶”，
在梵净山佛教兴起之前，原本是该山道教至高之地，至明代还保留有玉皇殿、三清殿等道教道
观。万历间四十六年明神宗敕封的梵净山金顶五大古寺、六大古殿中，名列第二位的就是老金顶
的三清殿⑤，而老金顶巅峰的玉皇殿一直保存下来，在民国时期称 “玉皇庙”; ⑥ 在印江自治县
民族陈列馆，还收藏珍贵的古代 《三清图》等道教文物多件。以上可见道教在梵净山影响之一
斑。⑦

至迟到明代中后期，佛教在梵净山已经占有绝对优势，成为佛教名山，如: 万历元年

( 1573) 金顶《院道》摩崖称梵净山 “委系古迹名山”; 万历四十六年 《敕赐碑》称 “古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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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海碧等主编《铜仁地区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道光《印江县志》。
嘉靖《贵州通志》。
道光《松桃厅志》。
明万历四十六年 ( 1618) 《敕赐碑》。
老金顶“玉皇庙”见崔成章: 《梵净山》，《中央日报》1940 年 9 月 8 日版。
更多资料请见赵平略: 《梵净山地区道教与佛教的融合》，《2004 ’中国梵净山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2004 年。



场”。然而，明代梵净山仍可找到道教仙神的痕迹。 《敕赐碑》没有回避道教在梵净山的影响，
相反，还用“诸侯莫不期以魂交黄帝而梦接安期，古来得道成真，又莫不于斯凝神，于期蜕颖”
一句加以交代。考: 安期，即安期生，古仙人，在东海蓬莱山居住，以巨枣为食，汉武帝曾派人
访求之。梵净山不仅是“诸侯”期以“梦接安期”、“得道成真”的地方，也是民间人士访求羡
门之术的地方。如明末抗清名臣、浙江诗人谢国梗抗清失败后就隐居梵净，专门讲求羡门修炼之
术。《印江县志》记载: “谢国梗……爱梵净山，居焉，得黄庭羡门之术，与人游，数日不食。”
他还精通书法、制艺，因梵净山 “值寇氛，卜居印江”，传授印江学子，周国栋等成为著名弟
子。① 谢国梗是为明末清初梵净山最著名的仙道人物。

第三，梵净山开辟和佛教名山的形成

《敕赐碑》载: “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
见月盛而日新。”但梵净山何时开辟? 佛教何时传入? 《敕赐碑》并未明确交待。故此问题历来
都是梵净山佛教研究的一大悬案。
梵净山佛教传入有“五代说”、“隋唐说”、“北宋说”、“明初说”、“明万历说”，至今未有

定论，② 正如《松桃厅志》云: “刻石文曰重修，则梵宇之来久也，惜未载明创始年代。”《松桃
厅志》即是针对《敕赐碑》没有明确说明梵净山的创始年代而言的。笔者认为梵净山佛教始于
北宋初年，故力主“北宋说”。③

追溯梵净山佛教的传入必须联系贵州佛教渊源来考察。贵州佛教正式传入始于唐代，然梵净
山佛教于唐代无考。至北宋初年，梵净山始有寺庙可考，即西岩寺。梵净山处于佛教传入贵州的
两条主要通道———黔中牂牁道 ( 乌江) 和辰沅道 ( 沅江) 交汇处。唐代已有通道经梵净山连接
牂牁、辰沅两道，故唐代在梵净山西侧建立思邛县。
至宋代，梵净山称思邛山，源于思邛山并经思邛县的河称 “思邛江” ( 今印江河) ，在思邛

县已兴建宋代西岩寺。西岩寺建于北宋乾德三年 ( 965) ，距今已有 1000 余年历史，是梵净山核
心地区最早一座寺庙，是为梵净山祖庭。④ 《清一统志》载: “西岩寺，在城西五里甲山寨下，
宋时古刹。”宋代思邛县、思邛山、思邛江、西岩寺四位一体的格局，说明梵净山佛教在北宋初
年已经正式传入并兴起。
元代，梵净山以东也有明确记载的佛教寺庙———铜佛寺 ( 在今铜仁市) 。至明初，梵净山以

北又新建了梵净山地区第一座 “天”字号寺庙———天马寺 ( 在今松桃乌罗镇) 。 ( 道光) 《松桃
厅志》载: “天马寺……明洪武六年僧毁墨建。” ( 道光) 《天马寺碑》: “始祖宗安和尚，号自
然。于洪武年间得创天马寺，荒田一段，周围老山一副，册载额粮一斗四升”。( 万历) 《天马寺
钟铭文》载: “传始祖宗安和尚，号自然。”
由上述考证可知，在宋、元、明四百年间，梵净山至少已经修建西岩寺、铜佛寺、天马寺三

大古寺，说明佛教在梵净山地区有持续而良好的发展。至明初，梵净山因梵宇林立，为梵天净
土，正式得名“梵净山”。从宋代“思邛山”到明代 “梵净山”名称的转变，标志梵净山佛教
名山的正式形成。故至明代中叶，梵净山佛教已有四五百年历史，称其为 “古迹名山”、⑤ “古
佛道场，⑥”为清代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最终形成准备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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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道光《印江县志》卷六《人物志》。
梵净山佛教传入的争论，详见张明: 《2010 中国梵净山弥勒道场金玉弥勒开光暨佛教学术研讨会综述》，《世
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 1 期。
张明: 《梵净山佛教源流考》，《佛学研究》2005 年第 14 期。
西岩寺，《明一统志》、《清一统志》、《贵州通志》、《思南府志》、《印江县志》等有载。
明万历元年 ( 1573) 金顶《院道》摩崖。
明万历四十六年 ( 1618) 《敕赐碑》。



第四、梵净山第一次重建 ( 嘉靖末至万历中 /约 40 年)
梵净山在明初已经兴盛，何以至明中叶嘉靖、隆庆之前却淹没无闻? 仔细考明代梵净山佛教

史，可知梵净山佛教从明初至隆庆间有百余年的明显断裂空白之处。其原因有二，第一，是明王
朝在初期对佛教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正如陈垣先生在名著《明季滇黔佛教考》云: “计明宣德
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黔然也。”①。第二，是
明王朝在梵净山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引发了一系列少数民族起义事件，使自宋、元、明初以来发
展良好的梵净山佛教受到干扰而被迫中断。《敕赐碑》载: “翻经台下，时看百鸟衔花; 选佛场
中，更有群龙荫树。奈何羊肠荆棘，遂会虎观丘墟。九年之壁既颓，百神之觞安寄?”所谓 “羊
肠荆棘”，“虎观丘墟”，正是关于第二点原因的非常隐晦的暗示，只是为明王朝在西南苗区的政
策失误遮羞而已。
嘉靖年间的龙许保发动了明代贵州最大规模的苗民大起义，引起明王朝对梵净山地区的足够

重视，因此明王朝在梵净山地区进行了三大调整: 第一，移贵州总兵驻防铜仁，节制铜仁、镇筸
两参将，统领湖广、贵州汉土官军，强化对苗族的军事高压统治。第二，由于明王朝因镇压起义
而实力衰落，被迫改变军事战略，由 “征剿”改为 “围困”，即开始在梵净山以东 “生苗”地
区修建“边墙”，是为著名的 “南方长城”。② 第三，加强佛教对少数民族的教化，借以将强悍
的“生苗”转化为温顺的“化内之民”而成为 “熟苗”。故在龙许保起义被平定之后，梵净山
佛教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重建。
梵净山第一次重建为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七年 ( 1560———1599) ，历时四十年。此次重

建，除重修西岩寺、天马寺之外，还新建孝慈寺 ( 在合水) 、回龙寺 ( 在木黄) 、天庆寺 ( 在木
社) 。③ 此外，金顶古茶殿、释迦殿、弥勒殿、三清殿等也重新修复。金顶 《院道》摩崖 ( 万历
元年 /1573) 、天马寺铁钟 ( 万历元年 /1573 ) 、护国寺石雕菩萨 ( 万历三年 /1575) 、 《剪刀峡摩
崖》 ( 万历十六年 /1588) 、河缝观音洞摩崖 ( 万历二十四年 /1596) 等，都是梵净山第一次重建
时珍贵的第一手文物史料和历史见证。从以上摩崖和铁钟铭文中可以看出，上至贵州巡抚蔡文、
都清道曹、抚苗道杨、乌罗司长官杨、印江知县雷学皋都参与了梵净山佛教第一次重建活动。特
别是印江知县雷学皋于万历元年招义民开砍剪刀峡朝山道，知县张镕于万历二十四年开凿河缝观

音岩道，可知印江历届知县皆受命负责维护朝山道事宜。故印江善土杨洪德既见于金顶 《院道》
摩崖 ( 1573) ，又见于《剪刀峡摩崖》 ( 1588) ; 他在印江知县的任命之下，具体负责管理朝山道
路至少有 16 年之久 ( 1573———1588) 。
梵净山第一次大规模重建，为梵净山“古迹名山”、“古佛道场”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故

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名著 《黔记》中说: “贵州山以梵净山为第一，可比天台。”他将梵净山与佛
教天台宗祖庭天台山相比，由此可见梵净山在第一次重建之后的兴盛状况于一斑。《敕赐碑》所
载“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
至此可以无惑也。

第五、梵净山第二次重建 ( 万历末年 /约 12 年)
《敕赐碑》载: “既自播乱之后，往来朝覩人稀，非复旧盛。”与第一次重建不同， 《敕赐
碑》明确说明了梵净山第二次重建的原因乃是因为播州之乱。播州之乱是播州土司杨应龙于明
万历中叶发动的明代最大规模的土司叛乱，与戚继光东南沿海抗倭战争、明朝与后金在东北的战
争同为明末三大战役。三大战役消耗了明朝的国库积蓄和兵力，加速了明朝的必然灭亡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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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垣: 《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一。
明代梵净山以东围困“生苗”的“边墙”在清代继续重建使用，至民国初年“革屯运动”最终废除。
道光《印江县志》。



明万历二十八年 ( 1600) ，明王朝命四川总督兼巡抚李化龙、贵州巡抚郭子章、蜀将刘键等
调集三省 24 万官军、分八路进剿播州。杨应龙退守海龙囤，最后自焚，播州之乱平定。播州之
乱对贵州的直接影响是再次引起了少数民族起义。正如《明史》所载: “自杨应龙平后，销兵太
多，苗仲所在为寇①”。仅梵净山地区而言，苗民乘机起义。《明史》载: “其在水硍山，介于铜
仁、思、石者，曰山苗，红苗之羽冀也，窥自平播后财力弹竭，有轻汉心，经年剽掠无虚日。”②

万历三十年，巡抚郭子章镇压杨应龙之后，即赴梵净山苗区 “躬率部署”。万历三十四年
( 1606) ，郭子章征梵净山水硍山苗。“乃命总兵陈磷，参政洪澄源率官军五千，益以土兵五千，
攻水硍山。监军布政使赵健率宣慰土兵万人，使游击刘岳等督之。及两路会师，皆九十余日而
克。”③但苗民并未征服，仍然是明朝的严重的南部边患，故郭子章的继任者贵州巡抚张鹤鸣上
奏称: “又有红苗，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数几十万; 而镇远、清平间，大江、小
江、九股诸种，皆 ( 杨) 应龙遗孽，众万余。臣部率止万三千，何以御贼。”④

如何医治战争创伤? 如何安抚边地苗民? 成为明王朝和地方统治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佛教无
疑是成本较少而功效较高的选择。正如贵州总兵陈汝忠⑤在 《重修木桶观音阁碑记》中说: “苗
喜劫杀，好杀戮。彼大士者，西方上人也，恶争禁杀，一以无争为教。吾从而事之，焉知彼苗僚
者不闻大士之风而变于汉乎? 未必于岩邑无补也。”⑥ 因此，播州之乱和水硍山苗被平定之后
( 1599—1606) ，明王朝在梵净山苗区大力推行佛教，加强佛教的教化作用，由此揭开了梵净山
第二次重建的序幕。
万历四十六年 ( 1618) ，明神宗敕封加冕梵净山佛教，成为梵净山第二次重建的点眼之笔。

《敕赐碑》载“帝追尺一为建刹”，“以故天哀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明
神宗皇帝降旨重建梵净山金顶，令妙玄为钦命僧，各级官员亲往督查重建，北京户部郎中李之彦

撰《敕赐碑》。计此次重建有钦命僧一人、高僧五人、法徒三十四人; 重建五寺、一洞、六殿。⑦

其中，老金顶古茶殿被敕封为 “敕赐圣旨承恩寺”，称 “金顶正殿”，寺内供奉 “当今皇帝万万
岁”牌位一方。一洞、六殿分布于正殿左右，拱护正殿肘腋，世称 “脚庵”。天庆寺、朝天寺、
天林寺、天池寺扼四方朝山大道，称 “四大丛林”，⑧ 金顶正殿和四大丛林都带有 “天”或
“恩”字样，以示天子的浩荡皇恩。北京户部郎中李之彦前往传达圣旨，为边远苗疆的梵净山寺
庙增加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威严的神圣色彩。梵净山敕赐修葺一新的五寺、一洞、六殿，奠定梵净
山“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的格局。此次重建，因惠沾皇恩，梵净山之名遂播
于宇内，香火盛极一时，《敕赐碑》称: “所谓古梵净鼎而新焉。”铜仁诗人张简臣《尖岩望梵净
山》以“藐尔嵩华泰岱千万言”句赞梵净雄奇，喻政 《登梵净山》则以 “古殿灯燃长白昼，危
楼钟动欲黄昏”句志其朝拜之盛。
在此，《敕赐碑》又一问题常被人们提及: 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早在万历四十二年 ( 1614)

二月驾崩，⑨ 何以在四年之后的 《敕赐碑》上还刻有 “太后娘娘李”? 仔细研究 《敕赐碑》，可
以发现除李太后之外，还有一些省、道、府、县官员早在万历四十六年 ( 1618 ) 已经离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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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⑤

⑥

⑦

⑧

⑨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张鹤鸣传》。
③④ 《明史·贵州土司》“新添条”。
陈汝忠，浙江上虞人，锦衣卫，万历二十一年 ( 1596) 任贵州总兵，驻铜仁。
万历《铜仁府志》。
五寺、一洞、六殿，见《敕赐碑》，分别为: 承恩寺、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天池寺、九皇洞、九皇
殿、三清殿、圆通殿、弥勒殿、释迦殿、通明殿。
( 清) 印江诗人廖云鹏《重登梵净山迭韵》有: “红云盖顶展高眸，四大丛林望里收”句。见廖云鹏《花山
投戈集》，原件收藏于印江县档案馆。
《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二》。



仍然与后任官员并列其上。如 “钦差巡抚贵州军门郭、张”: 郭，郭子章，江西泰和人，进士，
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六年 ( 1599—1608) 任贵州巡抚，已离任。“巡按监察御史杨”: 杨，杨鹤，
湖广武陵人，进士，万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 ( 1615———1616 ) 任巡按贵州监察御史，已离任。
“钦差总镇都督邓、张”: 邓，邓钟，福建晋江人，武进士，万历三十八年 ( 1610) 任贵州总兵，
已离任。“钦差分巡抚苗道刘、高”: 刘，刘观光，广东南海人，万历四十年任贵州按察司佥事，
已离任。“铜仁府知府陈、陈”: 前者陈，陈以耀，江西人，举人，万历四十三年任，已离任。
“思南府知府舒、陆”: 舒，舒应凤，广西全州人，举人，万历三十九年任，已离任。“印江知县
郑”: 郑，郑继绪，广西人，举人，万历二十一年任，已离任。由此可见，《敕赐碑》只是万历
四十六年第二次大规模重建完成之年的皇家庆贺之宝，而重建活动不可能在当年完成，其过程当

有数年或十余年之久，故前后参与重建的官员当名列其上，以示功不可忘。考梵净山此间适宜重
建的安定时间当在播州之乱和水硍山苗已经平定之后的万历三十四年 ( 1606) 以后。由此推知，
梵净山第二次重建为万历三十四年至四十六年 ( 1606—1618 ) 之间，历时共有 12 年之久，与
《敕赐碑》所载多位离任官员的任期完全符合。

第六，钦命僧妙玄的来历、法派与归宿
钦命僧妙玄是梵净山乃至贵州佛教史上最重要的高僧，被称为梵净山 “至尊”和 “重辟之

祖”，其子孙在梵净山传七代之久，跨越明清两代。梵净山在明万历、清康熙年间两次受到敕封
加冕，妙玄功莫大焉。然而，妙玄却是梵净山最具有神秘谜团的高僧，① 其来历、法派，以及最
终归宿至今尚无人进行考证。本文试作粗浅考证，以解妙玄三大谜团。
第一、妙玄来历: 《敕赐碑》称: “幸际仁明在位，泽遍八方，恩施还定，百神是依，千载

奇遇。以故天哀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足为万圣临銮。”这是妙玄来历的
最权威证据，即妙玄是受到明神宗钦命而重建梵净的。故梵净山 《九皇洞碑》称妙玄为 “至
尊”，并记载了“至尊”在梵净山修持的情况。《九皇洞碑》云: “至尊……赖佛而修，或焚香
火，或寂静，或讽诵，或持密咒……精进持戒……或在岩穴，或在古洞，或餐疏相食……或饥馁
数日，如重耳在宋，孔子在陈，伯夷在首阳山无异也……。”该碑将妙玄在梵净山隐居和修炼的
真实情况描述得具体而生动。此外，《脉源宗谱碑记》中也明确记载妙玄的身份是明神宗国舅，
他先隐居梵净山，因被地方官员发现汇报朝廷，故受明神宗敕赐而重建梵净山佛教。《脉源宗谱
碑记》载: “故明舅李妙玄……妙玄为神宗椒房雁字，心厌荣宠，喜浮屠者，遂隐于黔思铜之深
麓，因见其山幽异峭拔迥常，审之古迹，乃得山名为梵净也。已而为当道者觉以状奏闻，帝追尺
一为建刹，所谓古梵净鼎而新焉。”由此可知，妙玄乃是姓李，系神宗之国舅，因心厌荣宠，喜
好浮屠，遂隐居于梵净山。“已而为当道者觉以状奏闻”一句非常关键，一个“觉”字将妙玄的
重要身份揭示无遗。梵净山历来隐居之士较多，唯独妙玄 “为当道者觉”，并 “以状奏闻”，没
有重大的身份来历，是不会惊动 “当道者”上奏朝廷的。皇帝对妙玄敕封加冕，命重建梵净古
刹，于是“古梵净鼎而新焉”。妙玄是为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第一大功臣。
第二，妙玄法派: 在《脉源宗谱碑记》中，明确记载了妙玄十六字派为: “智慧清净，道德

圆明; 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妙玄系共有七代子孙，跨越明清两代，从 “圆”传到 “寂”字
辈，他们在梵净山多处碑刻中均有名可查。妙玄系的十六字派与元末明初高僧宝金碧峰的法派完

·04·

《世界宗教研究》2012 年第 4 期

① 妙玄之谜在 2010 年中国梵净山佛教研讨会上有热烈争论，详见张明: 《2010’中国梵净山弥勒道场“金玉
弥勒开光仪式暨佛教文化研讨会”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 1 期。



全一致。宝金碧峰主派法脉有四十八字，① 后被其后代子孙不断敷演和续号，或者重复使用。宝
金碧峰下第七世湘西龙标山突空智板禅师 ( 临济下二十五世) 的十六字派即系宝金碧峰法派前

十六字的重复使用。梵净山与龙标山距离不远，故妙玄的法派当从龙标山突空智板传入。突空智
板为“智”字辈，妙玄距突空智板六个字辈，当为 “德”字辈。突空智板为临济第二十五世，
则妙玄当为临济第三十世。由此可见，妙玄所传乃是宝金碧峰———突空智板的法系，② 因此，梵
净山佛教是中国佛教临济宗的重要一支。《脉源宗谱碑记》载 “凡滇、黔、楚、蜀之人，无不争
趋朝覩，自明迄今，逾有百载”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即说明了梵净山是中国南方佛教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南方僧众不远千里前来朝拜。
第三，妙玄归宿: 在《脉源宗谱碑记》中记载了妙玄下历祖墓地，但并未记有妙玄的墓地，

造成今人关于妙玄归宿的迷惑。其实，关于妙玄在梵净山的归宿，《九皇洞碑》已有交待，只是
该碑文世人知者不多，故未受到足够研究。《九皇洞碑》载: “至尊……终有败坏……十方贵官
长者，化银于本寺”，由此可以窥知妙玄寂于梵净山，十方贵官长者膜拜的信息。此外，《脉源
宗谱碑记》也明确记载妙玄圆寂于梵净山: “妙玄师寂后，传嗣彻空圆通。”彻空圆通是妙玄系
第二世，是当年妙玄重建梵净山的得力助手。在 《敕赐碑》所列五大化主中，第一位便是圆通
和尚。笔者多年访求，终得圆通和尚墓铭，知圆通和尚生于明隆庆已巳年 ( 三年 /1569 年) ，卒
于明崇祯乙亥年 ( 八年 /1635 年) ，在世 66 年。《九皇洞碑》当是圆通和尚为其师妙玄所刻的。
现有足够碑刻和文献证明妙玄圆寂于梵净山九皇洞，而且其肉身一直保持到民国年间，长达 300
年之久。作者尚有专文深入考证妙玄肉身情况，此不赘述。

三、结 论

《敕赐碑》是梵净山历史上最重要的佛教碑刻文物，但在地方史志和私人诗文中只有零星提
及，其碑文并未收录进任何正式文献之中。故该碑能完整保存至今，弥足珍贵。《敕赐碑》透露
了明万历以前梵净山地区历史文化变迁、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结构、梵净山佛教源流以及兴衰演变
等诸多信息。本文通过对《敕赐碑》的考证和研究，并结合其他史志和碑刻相互印证，初步弄
清了梵净山从众神之山、到道教仙山、到佛教名山的演进过程，梵净山佛教传入和开辟之谜，明
季两次重建，以及钦命僧妙玄的来历、法派和归宿等问题。本文特别指出: 梵净山作为贵州第一
佛教名山和西南佛教胜地，是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必然结果。明朝中央和地方统治者文武兼
施，一方面采取武力镇压，一方面借用佛教加强教化作用，对梵净山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力推行

佛教，并以皇家之敕令加封于大明边地苗疆之寺庙，最终为梵净山 “弥勒菩萨道场”的形成提
供重大契机，而转圜此契机之关键人物是为钦命僧妙玄。妙玄不愧是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最大
功臣，而《敕赐碑》因透露众多历史信息，故可视为梵净山镇山之宝。

( 责任编辑: 黄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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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宝金碧峰主派法脉四十八字为: 智慧清净，道德圆明; 真如性海，寂照普通; 心源广续，本觉昌隆; 能仁圣

果，常演宽弘; 惟传法印，证悟会融; 坚持戒定，永继祖宗。参见黄夏年: 《贵州〈梵净山天池院海阔慧惺
禅师正觉塔铭〉与〈脉源宗谱碑记〉研究》，2010 年 8 月“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论文”主题发言论
文，载《梵天佛地———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 年 11 月版，第 240 － 261 页。
具体考证见黄夏年: 《贵州〈梵净山天池院海阔慧惺禅师正觉塔铭〉与〈脉源宗谱碑记〉研究》，同上。


